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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歌行”作为 “诗界革命”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体，对中国近现

代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一直缺乏关注，有分量的研究

更不多见。“新歌行”既承袭传统歌行乃至宋诗的某些特点，又突破旧体诗束缚，

从 “俗语入诗”“以文为诗”两方面对新诗的生成起到示范与推动作用，并成为近

代歌诗的代表和现代歌诗的先导。“新歌行”藉此填补了新派诗与白话新诗之间缺

少的中间地带，构成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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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歌行”，在学界有 “杂歌谣”、“歌词”体、“歌谣”体、“歌体诗”等名称，

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由黄遵宪、梁启超、秋瑾、高旭等写作的歌谣类诗歌。这类诗
歌 “滥觞于维新变法时期，随民主革命的高涨而蔚为大观，其余波及于 ‘五四’前
后的白话新诗。它介于新派诗和白话诗之间，上承下启，称雄一时。较之新派诗，

有着自己的特点，形于白话诗，又能别具一格。”① 然而，随着新诗迅速崛起并取得
诗学话语的主导权，“新歌行”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很少进入研究者视野。就目前
情况看，以往对这一诗体的关注虽有价值，但尚显狭窄和粗浅。如龚喜平较早探讨
了 “歌体诗”的渊源、内容和形式及局限，并认为新诗的发生当从１９世纪末的 “新
学诗”起始，其后经过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② 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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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成果。
龚喜平：《近代 “歌体诗”初探》，《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参见龚喜平：《近代 “歌体诗”初探》，《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３
期；龚喜平：《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西北



芳则主要考察了 “新体诗”与 “诗界革命”的关系。① 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多限于
“新歌行”本身，缺少更为宏观的整体观照，因而没有试图区分传统歌行与 “新歌
行”，也没有系统阐述 “新歌行”在近代诗歌与现代新诗之间的历史关联，尤其是
“新歌行”对新诗的意义或价值还缺少必要的深入追问和挖掘。应该说，依据相关文
献材料，对 “新歌行”进行研究与探讨，不仅牵扯到如何看待和继承中国古代诗歌
传统的问题，关系到近代诗歌被遮蔽和忽视的问题，也关系到对新旧文学之间过渡
性文体的文学史定位及其作品评价。特别是，新诗的发生与晚近诗歌之间存在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在当今学界已是共识。然而，这种联系究竟何在？晚近诗歌如何具
体影响新诗的发生？如果 “新歌行”与新诗之间的联系被忽略，对这些新诗发生学
上关键问题的探讨，就难以深刻和切中肯綮。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分析研究 “新歌
行”与中国近现代诗歌之间的关系。

一、“新歌行”与旧体诗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 “新歌行”有过一段光辉岁月。我们甚至可以说， “新歌
行”曾风靡一时，成为新派诗之后、新诗之前，影响很大的一种诗体。按照创作群体
的不同，可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代表，后期以资产
阶级革命派为主体，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为中坚。黄遵宪、秋瑾、高旭等为 “新歌
行”诗的代表作家，主要发表园地有 《新民丛报》 “诗界潮音集”、《新小说》 “杂歌
谣”、《复报》“歌谣”，以及一些地方白话报刊如 《安徽俗话报》“诗词”等。“新歌行”

留世作品虽不多，其整体诗学成绩相对于新学诗、新派诗而言，却稍胜一筹。如梁启
超高度赞赏黄遵宪 《出军歌》：“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
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② 《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及 《小学生相和歌》

十九章，被梁启超赞为 “一代妙文”。于右任早期所作 “新歌行”，也受到章士钊等人
高度称赞，认为是 “最堪珍”、“最有价值、最能体现于先生的创新精神的诗”。③

从诗艺上看，“新歌行”既继承传统歌行，也在多方面对旧体诗作出了重要的突
破和创新，是继新学诗、新派诗之后中国近代诗歌转型阶段的一种诗体。

首先，“新歌行”保留传统歌行的一般特征，它的躯壳是旧的。尽管人们对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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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①　参见张永芳：《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２—

４８、２０３—２０７页。
梁启超： 《诗话》， 《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四十五 （上），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３５页。
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江海学刊》（文史哲版）１９８５年第３期；霍松林：《论于
右任诗的创新精神》，《人文杂志》１９８４年第５期。



行”概念的定义和特征的理解有较大分歧，① “新歌行”还是表现出一些传统歌行的

共同特征。

１．歌辞性。“歌行”至今仍是一个不确定的、宽泛的文学概念，但从汉乐府开

始，“歌”、“行”、“引”、“操”等歌辞类标题就大量出现。至清代，王士祯把 “歌”、

“行”、“引”作为曲的三个组成部分加以论说，阐明了歌行的音乐性。② 日本学者清

水茂根据１９５５年中国发现的 “行钟”与 “歌钟”，进一步肯定了歌行富有音乐性的

歌辞特征。③ 歌辞性理当是歌行最明显的特征。宋人宋敏求编集 《李太白文集》，凡

是诗题有 “歌”、“行”者，都收入 “歌吟”（即歌行）类。明人高棅选编的 《唐诗品

汇》中，李白七言古诗的选目有 “歌吟十六首”，所收诗篇都有歌辞类标题。晚近诗

人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等创作的 “新歌行”，也大多有歌辞类标题 （包括 “歌”、

“谣”、“曲”、“辞”），如梁启超 《爱国歌》、秋瑾 《宝刀歌》和 《宝剑歌》。于右任

甚至很可能视歌辞类标题为歌行的一个标志，新近发现的于右任 《半哭半笑楼诗草》

抄本中的 《爱国歌》、《神州少年歌》、《自由歌》，诗题都有 “歌”。④

２．句式以七言为主，间有杂言；内容多为指事咏物、抒情写意。明代胡应麟、

清人钱良择和冯班都指出歌行以七言为主的基本特征。⑤ 有学者也说：“歌行的主体

是七言”。⑥ “间有杂言”，不仅指一篇中句数和一句中字数都可多可少，更指运字不

讲平仄，措句任随笔势，用韵自由灵活。也就是说，它虽以七言为主，却既不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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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行”概念之争，迄今仍在继续。薛天纬认为， “歌行诗体学概念之纷争，可归纳为
‘大歌行’观及四种主要的 ‘小歌行’观”，“只有 ‘大歌行’观才能揭示歌行最本质的
诗体特征，明确歌行诗体的内涵和外延”。（薛天纬：《歌行诗体论》，《文学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６期）所谓 “大歌行”观即胡应麟论断的 “七言古诗，概曰歌行”。（胡应麟：《诗
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１页）笔者以为，“大歌行”观抹杀了歌行
除 “七言”之外的特征，模糊了歌行与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之间的界限。在本文中，
笔者对 “歌行”概念及其特征的理解，属于 “小歌行”观。
参见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２２页。
参见清水茂：《乐府 “行”的本义》， 《清水茂汉学论集》，蔡毅译，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８页。
《半哭半笑楼诗草》抄本，署名 “铁罗汉”，附在陕西巡抚升允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
日写给军机处的咨文后面，共４７扣，每扣６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处，军机
处档案，档案号１６０５１６。
胡应麟说：“七言古诗，概曰歌行。”（胡应麟：《诗薮》，第４１页）钱良择说：“歌行本
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钱良择：《唐音
审体》，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８１页）冯班亦
云：“至唐有七言长歌，不用乐题，直自作七言，亦谓之歌行。” （冯班：《钝吟杂录》，
丁福保辑：《清诗话》，第３７页）
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

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言古诗那样循守法度，又不似近体律诗、绝句那样拘于定体、讲求联对声律。关于

歌行的内容，清人钱良择认为须 “指事咏物”，当代学者薛天纬给歌行下的定义为：

“缘事而发的七言自由体抒情诗”。① 显见其须以指事咏物、抒情写意为内容。在句

式方面，《爱国歌》以七言为主，有时为三言，如 “结人心，造舆论，招国魂，立宪

法”，有时为十一言，如此自由的句式，自然不是律诗可比。

３．相对自由的押韵。歌行的押韵要比格律诗灵活得多，既可一韵到底，也可经

常换韵。初唐以 “律化的歌行”为主，盛唐以后虽然韵律比较自由的 “别调”一度

盛行，却大抵是 “两派并行”。② “新歌行”的押韵也 “两派并行”，相对自由。大体

而言，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派的 “新歌行”写作在押韵方面比较保守，韵脚相对

固定。而秋瑾等革命党人乃至高旭等南社诗人的 “新歌行”作品，却用韵不大讲究，

有的换韵后第一句不起韵，有的在一个押平声韵的韵节里奇数句的尾字也用平声，

有的把前一层意思的两句和后一层意思的前两句放在一个韵节里，甚至还有同一韵

节中使用重韵。

其次，“新歌行”不但保留了传统歌行上述特征，而且与 “宋诗”及 “同光体”

关系密切。如果把 “新歌行”放置到近代诗歌发展史中考察，那么按照近代文学研

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相当盛行、直到目前仍颇为常见的做法，应将南社诗

人与 “同光体”诗人简单化、绝对化地对立起来。但事实上，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如钱钟书所指出，与 “以文为诗”的宋诗派之间有密切关系。③ 钱仲联也注意到，

黄遵宪作诗 “受曾文正影响至大，集中用文正诗处颇多”。④ 而在南社内部，存在着

相当一部分 “身为南社人，诗亲同光体”的诗人，如诸宗元、胡先骕、朱鸳雏、黄

节等可为代表。南社最初成立时的１７个社员中的高旭、诸宗元等人，与同光派成员

交往密切，诸宗元甚至同时是同光派成员。南社诗人中反对宋诗及同光体的，只是

柳亚子、陈去病等部分成员。再从作品来看，宋诗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

征及其悲壮豪放的格调，都在 “新歌行”中有所体现。梁启超的 《二十世纪太平洋

歌》、于右任的 《从军乐》、高旭的 《女子唱歌》，等等，都有散文化倾向，且夹叙夹

议。“新歌行”的主要作者 （革命党人）与宋人尤其南宋诗人的爱国精神、亡国之恨

有相似之处，以至有人认为，“（于右任）诗风最像南宋诗人陆游”。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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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天纬：《李杜歌行论》，《文学遗产》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王士祯 《古诗选》云： “七言歌行，惟鲍照先为别调。其余六
朝诸作，大抵皆转韵抑扬。故初唐诸人多转韵，而李白以下始遥追鲍照之体：终唐之
世，两派并行。”
参见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９—３０页。
钱仲联：《梦苕盦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６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３页。
参见张健：《于右任传———半哭半笑楼主》，台北：雨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



但 “新歌行”毕竟是 “在改良派连同其新派诗一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随着民

主革命思潮的蓬勃兴起和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输入，留学风潮的日盛，思想和

语言的进一步解放，而适应于这种新形势并在吸收骚体、传统歌行体、民间歌谣的

特点，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和继承新派诗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① 它没有拘囿于旧

体诗系统，而是顺应时代需要和中国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对 “诗界革命”时期的新

学诗和新派诗作出了突破和创新。首先是引新语词入诗。新语词的输入是近代文学

发展中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１９０５年，王国维在 《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近年

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也。”② 近代最早有意识地引新语词入诗

者，当属新学诗，然而新学诗直接引入新语词的音译，如谭嗣同 《金陵听说法》中
“纲伦梏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 ”。加之 “新语词”之 “经子生涩语、佛典语、

欧洲语杂用”，③ 以致 “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④ 甚至常在一起的人也不甚了然。

至新派诗如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己亥杂诗》，便不再直接引用新语词的音译，而

是经翻译或转译后与之对应的汉语词，其中既包括日本的一些古语，也包括日本的

一些现代词汇。如 《日本杂事诗》第三十一首 “国造分司旧典刊”中的 “国造”一

词就是古语，“归来重对话芝居” （第一百六十首）中的 “芝居”即现代日语中的
“戏剧”。如此 “新语词”，一般人自然难懂，以至黄遵宪不得不在绝大多数诗后附加

自注。⑤ 相比之下，于右任的 “新歌行”诗虽引入西方 （亦有日本）新语词，却几乎

都是当时新派读书人耳熟目详的。从新语词的内容看，新学诗和新派诗侧重于域外声

光电化和奇异风物，而 “新歌行”重点在西方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

王国维对晚近输入新语词的意义看得十分清楚：“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

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⑥ 透过于右任 《爱国歌》、《神州少年歌》等

诗作中的新语词，可见他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的愿望。这就牵引出 “新歌行”的另

一个突破、创新，即新思想、新眼界。《爱国歌》中的 “爱国”便是一个思想和眼界

上的突破，它不是传统歌行中的忠君爱国，不是新学诗新派诗鼓吹的维新立宪，而

是放眼世界，通过 “结人心，造舆论，招国魂，立宪法”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革新自

强。对于西学，也不像新派诗人那么推崇，而是在 “欧墨文化正心醉”之时，“揽辔

忽倡保国粹”。《神州少年歌》中 “推倒奴性绝依傍，少年挺立舞台上”、“霹雳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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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９６号，１９０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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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钧，光明轰开政学界”，反映出神州少年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诘
问时贤造论心，痛恨支那多腐败”一句，流露出了反清意识。《自由歌》痛斥清政府

压制言论自由，发出 “思想不新世无救，思想新时复诟訾，蛮奴蛮奴压制思想胡为

尔”的怒吼，并表示 “不自由，毋宁死，争不得，势不止，蛮奴蛮奴洗眼请看流血

史”，表达了甘愿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牺牲的精神。这种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反清情绪

和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思想，恰是 “新歌行”对谭嗣同等新学诗、梁启超等新派诗

宣扬维新立宪思想的突破与创新。

除了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和革命意识，“新歌行”诗还突破了新学诗和新派诗单
方面学习西方的桎梏，流露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作为清末革命党人，于右任

推崇西学、以西方为师的思想意识很明显。他在 《从军乐》中写道：“十八世纪横行

西半球上拉丁民，不能二字非所拟”、“亦有和魂汉才和胆洋器同文同种之东洋，武士

道风雄无比”，表达了学习 “西半球拉丁民”、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意愿。但他也指出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空前危机， “何况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在
《爱国歌》中，于右任呼吁强国以自保、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抗拉丁法葡班诸国，

制条顿英德荷诸国”。过去对于右任这样的清末革命党人反帝国主义一面重视不够。

于右任民国前所作 “新歌行”诗，透露出他当时面对西方的矛盾心态。概言之，“新

歌行”诗透露的历史信息和体现的思想文化，可弥补近代史上的某些缺漏，或不失为

史家的一个努力方向。

在表现手法方面， “新歌行”诗常发议论。黄遵宪的 《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

《东沟行》、《感事三首》，于右任的 《爱国歌》、《从军乐》，将叙事和议论融合起来，于

右任的 《自由歌》甚至通篇都在议论，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歌行以叙事为主的革新。

最后，在艺术风格方面，新派诗倾向于现实主义，具有沉郁质朴的风格，而
“新歌行”的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呈现出高亢旷美、雄浑悲壮的风格。２０岁时，于

右任接受维新派主张，热烈拥护维新运动。维新变法因西太后发动政变而失败，于

右任悲愤不已，“庚子之变，于右任欲上书陕西巡抚岑椿萱云阶，请其手刃西后，为

同学王麟生炳灵劝阻。此当为于右任由革命思想发展而为革命行动的开始。”① 其间

空暇时喜作诗歌，常藉诗歌抒发忧心国事及国民的情怀，且语多慷慨激愤。《半哭半

笑楼诗草》抄本所收律诗和绝句多作于此时，诗中常出现悲愤情绪及其相关的字句，

如 “悲”、“怨”、“哭”、“苦”、“泪”等。所收 “新歌行”诗则不大相同，尽管诗中

也有 “悲”、“泪”之类的字词，但这些诗并未沉迷于悲苦，而是表现出意气风发、

视死如归的豪壮。据笔者统计 《半哭半笑楼诗草》抄本所收 “新歌行”诗，出现
“愤”、“怨”、“哭”字共九次，而出现 “抗”、“战”、“血”字共有１６次，仅 “血”

字就有十次。再就是常出现 “英雄”和英雄人物的姓名，《从军乐》中甚至出现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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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的叠词，“英雄英雄使我拜舞欢呼曷能已”、“心醉英雄姤英雄”。于右任感于清

廷腐败无能，而生反清情绪，之后积极参与革命救国。其诗歌虽揭露时代的悲哀，

却没有陷入其中不可自拔，而是字里行间隐含着立足世界发展大局的眼光、悲天悯

人的胸襟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如 “世界强权我强种，种强外权无由使” （《从军

乐》），“坚忍不拔真可爱，满腔愤火热血储雄图”（《神州少年歌》），诗中洋溢着

化悲愤为力量，自强自立，推翻清廷的革命激情。诚如论者所言： “在审美发生学

上，‘悲’的导泄具有普遍性功能。‘悲’是审美的动力、渊源。”① 由 “悲愤”转化

的革命激情，使于右任的 “新歌行”诗 “于平静中见奇崛，自然中见沉雄”，② 意境

阔大，气势豪放，兼有高亢旷美、雄浑悲壮的审美风格。于右任在倡言革命期间写

下这些热血沸腾的诗歌，充分表现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早期革命党人 “天赋头颅换太

平，流血请从我辈始”（《从军乐》）的悲壮气概。后人评曰：“其气魄之豪迈，感

情之挚烈，用语之精炼，直可上追苏辛。”③ “其意境之扩大，风格之豪迈，都跨越

前人”。④ “无疑，这是一种以悲为美的艺术追求。在此追求的同时，一种更深沉的

生命意识也开始向外喷涌。”⑤

鉴于 “新歌行”既承袭了一些旧体诗传统，又作出时代性突破和创新，不宜笼

统用 “新体诗”称呼。有人冠之以 “杂歌谣”、“歌词”体、“歌谣”体、“歌体诗”

等名称，或着眼于通俗性，或侧重歌辞性，抑或强调其传统歌行的特征，都不能完

全概括这类诗歌。正是鉴于其介于传统歌行与白话新诗之间的特点，故而笔者以
“新歌行”称之。

二、“新歌行”与新诗的生成

尽管 “新歌行”有上述突破与创新，但相对于此后风靡诗坛的新诗而言，仍显

得 “陈旧”，或许由于这个缘故，在新诗发展史或新文学史中，“新歌行”基本不被

人提及，即使提及，也往往以新诗的对立面出现。然而，透过文学史背景可见，新

诗倡导者在力陈传统诗歌的形式弊病之际，起先并无完全推翻旧体诗的想法，更没

有将其 “一网打尽”。刘半农在 《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极力主张旧体诗中的 “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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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排律当然废除”，但并不主张完全淘汰旧体诗，他觉得其他诗律较宽的旧诗体如 “绝
诗，古风，乐府”三者，尚有余地。① 胡适也有类似观念：“今日作 ‘诗’（广义言
之）……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②
“新歌行”便是当时的 “相题而择体”之一，因此在早期新诗中，不乏较像 “新歌
行”的篇章。约略而言，“新歌行”主要从两方面对新诗的生成产生影响。

（一）俗语入诗。近代中国诗歌的语言变革，沿着向西方和中国民间两个方向前
进。在引西方语词入诗方面，新学诗因其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而受诟病，③

在此背景下，另一方向即诗歌语言的民间化被提上日程。黄遵宪在１８８７年成书的
《日本国志》中率先提出：“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以 “令天下之农工
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④ １８９６年，梁启超援引黄遵宪的说法，并提出
“文与言合，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⑤ １８８９年，梁启超觉察到新学诗 “经
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⑥ 以致难懂、不通俗。而晚年的黄遵宪也意识到
新派诗 “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的矛盾，他在１９０２年秋给梁启超的信中，倡言
创设 “杂歌谣”：在语言格调上，“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⑦ 弹词和粤讴大多用地
方俚语，无疑是来自民间的鲜活、通俗语言。梁启超率然响应这一倡议，在 《新小
说》杂志特辟 “杂歌谣”专栏，专门发表一些语言通俗的诗作。然而，“杂歌谣”采
用的方言、俚语，即便能在文言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字词，也很难保证多数人能看懂。

何况戊戌变法失败后蔓延的反清情绪，和越来越强势的以西方政治语词为主的 “革
命话语”，也不是抽象、晦涩的文言或来自民间的方言、俚语所能指代。客观形势迫
使锐意创新的诗人必须在新派诗之后找到一种 “新诗体”，采用一种融合西方和中国
民间语词的 “新语言”。从 “新歌行”来看，晚近诗人找到的 “新语言”就是相当于
浅显文言的 “俗语”，当然，是适合诗歌的 “俗语”，与晚清及之后颇为流行的报章
语和小说语有所不同。此 “俗语”以浅白的习语为主，夹杂文言字词以及西语或日
语词汇 （主要是那些通过报刊杂志频繁使用后广为人知的人名、地名和人文社科术
语），具有 “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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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沈氏音书〉序》，《饮冰室合集》第１册，文集之二，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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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哲
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８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第３９８页。按，此信落
款处注 “中秋后七日”，无具体日期。然而，据信中提及 《新小说》杂志之小说、诗歌
栏目的筹办等详情，可推知此信作于１９０２年９月２３日。



历，皆笔而书之”① 的重要特点。有趣的是，新派诗和南社诗中的七律、七绝、五
律也有不少用 “俗语”写成，但整体上不如 “新歌行”那么流畅、通俗易懂。究其

因，可能是歌行的歌辞性和抒情特征，使其与 “俗语”具有天然的彼此适合性。

“新歌行”的 “俗语”无疑对新诗的生成起到重要作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俗语”如何起作用？对此，学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含糊其辞。其实， “新歌行”

的 “俗语”曾是早期新诗试验的重要对象。１９１０年，胡适赴美留学。在美国的几年

里，他写下旧体诗集 《去国集》后，又写了 《耶稣诞节歌》、《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

等。他说，这些诗作 “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 《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

验的态度更显明了”。② 据此，我们可以把胡适 《尝试集》大致划作三个时期，一为
引白话入旧体诗的试验，二为 “作诗如作文”的试验，三为结合前二者的白话新诗

创作。其中，第一时期试验的对象，除了七绝、五绝，还有七言歌行，如 《赠朱经

农》、《黄克强先生哀辞》及１９１５年前后所写的 《题欧战讽刺画》、《将去绮色佳留别

叔永》、《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誓言》等。它们引人注目的语言，被梅觐庄称为
“俗语白话”，其诗被称作 “俗话诗”，胡适对此不予辩驳。１９１７年，胡适在 《文学

改良刍议》中宣称 “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１９２２年，在 《五十

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肯定了黄遵宪 “用俗话作诗”的成绩，并引录 《山歌》、《都踊

歌》为例。胡适如此言行，说明他把 “俗语入诗”视为突破旧体诗语言束缚、写作

白话诗的重要途径。从 《尝试集》来看，诗中常见未经修饰的 “俗语”，如 “只怕我
赶诗神不去”（《例外》）的 “赶诗神不去”，明显是安徽方言语式； 《鸽子》中的
“回环来往，夷犹如意”为文言；《赠朱经农》中的 “淡巴菰”、“辟克匿克”则是英

语译音。类似的情况，姑且不说在刘大白、刘半农的早期新诗中常见，即便大量使

用欧化语的郭沫若的 《女神》，也有不少 “俗语入诗”的痕迹。比如，诗集中常见
“动词＋着＋在”的乐山方言句式，以及 “我把你揎倒”（《光海》）的 “揎倒”、“塔

下的河岸刀截断了一样斩齐”（《金字塔》）的 “斩齐”等乐山方言。论者很早就发

现，在 《女神》第二、三辑中的新诗与郭沫若留学时期创作的旧体诗词中，存在字

句方面的血缘关系。③ 乐山方言俗语，便是二者的一个共通之处。很显然，早期新
诗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 “俗语入诗”的思路。朱自清后来总结说，黄遵宪 “主张用

俗话作诗”，“对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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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４０年，第３４９页。



（二）以文为诗。１９２２年，在白话文已战胜文言、取得主导地位之际，胡适回
顾近５０年中国文学发展时，肯定了黄遵宪的 “《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聂将
军歌》、《逐客篇》、《番客篇》，……都是用做文章的法子来做的。这种诗的长处在于
条理清楚，叙述分明”。① 旧派文人得到新文学大将胡适的如此肯定，殊非易事。但
晚年的黄遵宪 “以文为诗”也是事实。自唐代以后，“以文为诗”一直是中国诗歌流
变的一个路向，它指的是以散文的章法、句法入诗。黄遵宪很早就试图利用 “以文
为诗”来改造诗体。他在 《人境庐诗草·自序》里说：“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

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 《离骚》乐府之神理
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② 他所说的方法，即是打破传
统诗歌之骈偶形式，以古文家常用单行散句的作文之法作诗。１９０２年，黄遵宪在写
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将 “以文为诗”的设想变得明确、具体：在格调上，“当斟酌
于弹词粤讴之间”；在句法上，要 “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在内容上，

要 “弃史籍而采近事”。③ 这样，就勾勒出 “新歌行”的轮廓。如此 “新歌行”，摆
脱了传统歌行的韵律束缚，能天马行空似的驰骋文笔，遂形成钱仲联所说的 “天骨
开张，大气包举”的体式。④ 于右任 《半笑半哭楼诗草》抄本中的 “新歌行”诗体
现了这种 “以文为诗”的设计。诗集中的 《自由歌》以七言为主，但其中用了不少
散句，如 “天赋人权有界限，蛮奴蛮奴侵略手段横至此”、“要知此权我不自弃人焉
夺，墨特涅故智今难使，蛮奴蛮奴到底直作小人耳”……其句式长短交错，有散句，

并且用了律诗中极少见的虚词。这样，完全打破了诗歌本应有的句式结构和固定的
韵律节奏，用长短不一、松散的句子作诗，使诗歌呈现散文化的面貌。在叙述形式
上，该诗采用议论文结构，先引述 “蛮奴”钳制言论自由，接着论述思想自由、言
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最后表达为争取自由、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从军乐》

则出现叠词 “同胞同胞”、“英雄英雄”、“融融泄泄”、“伈伈伣伣”等。古代格律诗
创作中比较忌讳重字，《从军乐》中的叠词产生复沓的回旋之美，也使该诗 “以文为
诗”的特征更明显。

“新歌行”的 “以文为诗”对胡适的影响，首先在于为他 “尝试”新诗提供了一
种样板。胡适留美期间试作的白话诗，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材料。如 《偶吟》、
《送许肇南归国》、《送叔永之行并寄杏佛》等，与传统歌行有着明显的不同，不是铺
陈宏大的长篇叙事诗，也不是慷慨激昂的自我抒情诗，其篇幅不大，以说理见长。这
些诗除了在语言上更接近白话，在形式上更为自由，其他都与 “新歌行”差不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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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２卷，第２９３页。
黄遵宪：《自序》，《人境庐诗草》。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哲
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８辑，第３９８页。
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２９０页。



其是散文化的特点非常明显。如在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胡适不仅用了大量散
文化的诗句，而且较随意地直接引入古人和今人语句。散文化程度最高的是 《老树
行》，其中的后两句 “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与标准的散文句子无异。

对此，胡适甚为满意：“此诗用三句转韵体，虽非佳构，然末二语决非今日诗人所敢
道也。”① 与胡适类似，郭沫若留学时期的诗作，比早期出现更多 “散文的文字”。

胡适写下的那些很像 “新歌行”的诗，对于他开风气之先、尝试新诗写作起到
了样板和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累了 “俗语入诗”“以文为诗”的
实践经验，增强了对新诗试验的信心。他在 《留学日记》中常以 “自跋”或 “后记”

方式评价刚完成的诗作，语词间流露出通过总结经验而获得的信心，如 《〈老树行〉

自跋》便是。二是那些诗在胡适和梅觐庄等友人关于 “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白
话入诗”的辩论中，起到了导火线和催化剂的作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 “十
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② 胡适在 《依韵和叔永戏帖诗》里提出了 “诗国
革命”、“作诗如作文”的命题，引发梅觐庄与胡适关于 “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
争论。作于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２日的 “打油诗”，把双方的论争推向高潮，引来梅、任两
位 “如儿时听 ‘莲花落’”、“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的评论，胡适后
来说：“因为梅、任诸君的批评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试做白话诗了。”③ 看来，围绕
那几首试验诗展开的辩论，不但使胡适的白话诗观念逐渐清晰、确定，而且推动了
他试验白话诗。他在 《〈尝试集〉自序》中坦陈这种影响：“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
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三
是从诗体和语言方面，为胡适下一阶段的白话诗试验 （写作 《尝试集》）提供了参
照，以致 《尝试集》中有一些诗作很像 “新歌行”， “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
诗”。基于此，胡适总结经验，提出了 “诗体大解放”的著名主张。④

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情况，即由黄遵宪提出、梁启超推广和践行的 “杂歌谣”，

不但为此后大量问世的 “歌谣”类 “新歌行”作了示范，而且指明了以民间歌谣为
资源的方向，这就使此后的 “新歌行”在客观上将原属文化精英的诗歌导向大众，

而这恰是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向民间歌谣获取资源的取向，后
来得到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和沈尹默等新文学作家的认同，进
而发展为 “白话诗创作要以民间歌谣作为师法的典范”的认识，⑤ 引致 “新诗歌谣
化”。因此，早期新诗中不乏以 “歌”、“谣”为题的篇章。在最早发表的新诗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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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老树行〉自跋》，《胡适全集》第２８卷，第１１１页。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第１卷，第１８２页。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１８卷，第１１９页。
参见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第１卷，第１９３页。
参见燕世超：《批判的武器难以创新———论 “五四”前后白话诗人对民间歌谣的扬弃》，
《文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有陈独秀的 《丁巳除夕歌》，胡适 《尝试集》中的 《平民学校校歌》（附谱）、《四烈
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附谱）、 《双十节的鬼歌》，刘大白的 《卖布谣》、 《五一运动
歌》、《八点钟歌》、《劳动节歌》等。在这方面，刘半农就白话新诗取法于歌谣方面
的尝试，可谓首开风气，也最为大胆。诗人致力于仿效江阴等地民谣，不论形式、

格调、口吻，还是诗句的用词、句法，都达到 “以假乱真”的地步。他创作了几十
首用江阴方言配合 “四句头山歌”形式的诗。如果将这些诗与 “新歌行”诗比照，

可见刘半农不但基本保留了 “新歌行”的歌辞性、用韵之相对自由、内容以抒情写
意为主的基本特征，还袭取了 “新歌行”写作常用的重章叠句、反复咏叹的手法，

营造了回环往复、多个诗节在重复中略有变奏的效果。 “新歌行”如于右任 《自由
歌》中首尾各一句 “不自由，毋宁死”，秋瑾 《同胞苦》凡四章，每章均以 “同胞
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黄连”起首，结尾部分大体相同。而刘半农 《教我如何不想
她》，每节都以 “教我如何不想她”结尾。不只是刘半农，刘大白 《卖布谣》反复吟
唱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徐志摩 《再别康桥》则有三个 “轻轻的”。

虽然有许多的新诗作者没向民间歌谣获取资源，没意识到它的优长，以至郭沫
若、冰心、李金发乃至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创作都与民间歌谣关系不大，但
“新诗歌谣化”还是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赓续。１９２０年，刘半农、周作人等
在北大成立 “歌谣研究会”，围绕 《歌谣》周刊掀起了一场以促进 “新诗歌谣化”为
目的之一的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① 到３０年代，先是胡适把 “民间歌唱”视为新诗
的两个来源之一，② 随后出现梁实秋更明确的说法，他说 “歌谣是现成的有节奏有
音韵的白话诗”。③ 中国诗歌会的诗人则把写作歌谣体新诗转化为自觉行动，由其编
办的 《新诗歌》出版 “歌谣专号”，希望 “借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形态，接受它
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④ ４０年代，随着 “文艺
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文艺界主流意识形态，诗歌的歌谣化发展到极致，出现了 “新
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歌体创作潮流”。⑤

在新诗的生成和发展中，它不仅程度不同地赓续了 “新诗歌谣化”，还从民间歌
谣那里获得了许多创作上的启示，如复沓、比兴的艺术手法，素朴、明朗的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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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谈及当初与刘半农、沈尹默发起歌谣征集运动的动机时，明确指出，其初衷
是为了改进新诗创作，因为当时的新诗创作需要在中国文化里寻找传统，于是才 “注
意到歌谣”。（顾颉刚：《我和歌谣》，《民间文学》１９６２年第６期）
参见胡适：《〈歌谣〉复刊词》，《胡适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２９页。
梁实秋：《歌谣与新诗》，《歌谣》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０日。
穆木天：《我们底话》，《新诗歌》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９年６月。
贺仲明：《论民歌与新诗发展的复杂关系———以三次民歌潮流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格，真挚、纯正的现实精神，顺耳流畅的语言品质。① 当然，不可因此夸大民间歌谣
乃至 “新歌行”对新诗的影响，因为，如朱自清在４０年代初所指出的，“从新诗的

发展来看，新诗本身接受的歌谣的影响很少”，它主要还是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②

不论从 “杂歌谣”到 “新诗歌谣化”，还是从 “新歌行”的 “俗语入诗”、“以文

为诗”到白话新诗实现 “诗体大解放”，其背后都隐藏着自 《诗经》以来中国诗歌发
展的趋向：精英化或大众化。就晚近诗界而言， “同光派”、 “晚唐派”属于前者，

“诗界革命”时期的新学诗、新派诗和 “新歌行”为后者。而新诗在 “新歌行”的示

范、引导下，承袭或者说顺应了中国诗歌大众化的趋向。这就导致了新诗不是作为一

种为文化精英提供精神消费的文学作品而存在的。比如说，胡适 《尝试集》、郭沫若
《女神》，不是作为一种以意境取胜的审美主体而存在，它是作为现代人的生活和情绪

的记录而存在。新诗这种写实主义和为大众服务的取向，容易让我们想起，“新歌行”

大都是清末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思想、启蒙大众的 “利器”，二者的关联是显见的。

新诗的写实主义和大众化取向易导致其偏离 “诗歌之美”，这使得新诗在抒情与
审美方面往往难以企及 “新歌行”等旧体诗的高度。以至 “许多的天才文人或非职

业的诗人文人”，甚至 “一向写新诗的诗人”，“遇有真情实感，想寄之于诗时，还是

写旧诗，而且写得非常好”。③ 毋须讳言，当我们深入追问和挖掘 “新歌行”对新诗

的 “意义”或 “价值”时，可发现 “新歌行”对新诗的生成，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

响。首先，“俗语”与 “新歌行”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适合性，并不意味着 “俗语”

与新诗之间也如此。诗歌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如语义的多层次性、情绪性、含蓄

性、暗示性等，这与 “俗语入诗”引导下新诗对语言明确性的强调相去甚远。１９２０年

周作人在为刘半农编 《江阴船歌》作序时提醒说：“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

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变成那种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
了。”④ 可惜，新诗初创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致在胡适 “白话入诗”的

倡导下，新诗初期出现了语言过于浅白、粗俗的毛病。其次，早期新诗创作在 “以文

为诗”推动下，出现文体上的自由散漫和声韵流失严重。尤其是声韵在初期新诗中严

重流失，至今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连自称为诗歌的 “门外汉”

且 “无心做诗人”的鲁迅，也发现新诗 “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⑤ 颇有意

味的是，当早期新诗因其缺陷受到严厉批评时，“新歌行”的 “俗语入诗”思路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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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颜同林：《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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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１卷第５号，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学艺》第２卷第１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鲁迅：《致窦隐夫 （一九三四年）》，《鲁迅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第２８５页。



用来作为纠正新诗弊端的良方。１９２６年春夏登上诗坛的新月诗派，在清算 “白话入

诗”弊病的基础上，开出了一方医治新诗的 “药方”，即在诗歌 “三美”主张下力求

新诗格律化，其中包括延续 “俗语入诗”思路的 “土白入诗”理论及创作试验。①

三、“新歌行”对于近现代歌诗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以歌性功能为特征的歌诗和以诗性功能为特征的诵诗
（亦称 “徒诗”）是既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个子系统。诗歌入乐便是二者融为一

体、相得益彰的主要方式，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饮冰室诗话》有云：

“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如楚辞之招魂、

九歌、汉之大风、柏梁，皆应弦赴节，不徒乐府之名如其实而已。”但随着诗歌作为

一种语言的艺术，从音乐中分离出来，音乐性渐至衰微，歌诗与诵诗的分离趋势越

来越明显，所以梁启超感叹：“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

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② 时人亦注意到：“大抵世愈近则音益靡，格

益降。有文无声，一也；有声无音，二也；有音而器不调，三也。”③ 诗歌中原始性

质的音乐性已经相当贫乏，虽有新学诗和新派诗引 “新语词”入诗，却不但没有解

决音乐性贫乏的问题，反而带来了 “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的新问题。④ 在此

背景下，梁启超、黄遵宪等清末诗人借道 “新歌行”，试图恢复诗乐结合的传统，并

诉诸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

首先是从理论上探讨诗歌音乐性的不可偏废，并探索和创作入乐的 “新歌行”。

鉴于近代以来歌诗传统衰微，梁启超把音乐性作为评判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指出：

“今诗皆不能歌，失诗之用矣。”“雅乐与俗乐，二者亦不可偏废。”⑤ 他在 《饮冰室

诗话》第七十七则中借郑夹漈之言，以歌行为据，重申音乐乃诗歌的生命：“古之诗

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

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诗未有不歌者也。……呜呼！诗在声不在于义。”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把 “新歌行”的音乐性与启蒙主义调合，藉此突显诗歌音乐性

的现实意义：“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唯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⑥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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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付祥喜：《新月派考论》，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６月，第９章第１节。此文收藏
于广州市中山大学图书馆。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四十五 （上），第４７、４８页。
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浙江潮》第６期，１９０３年６月。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７册，专集之二十二，第１８９页。
张海珊辑录：《饮冰室诗话拾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委会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７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６页。
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四十五 （上），第４８、４７页。



如何重振诗歌的音乐性？《饮冰室诗话》九十七则首先引用曾志忞 《告诗人》卷首
条，表明对中国传统诗歌在内容上艰深、形式上缺少音乐性的不满，然后建议以欧

美、日本小学唱歌为参考，改良汉语诗歌，使之宜于传播。梁启超对此论极为推崇，

见后 “不禁为之狂喜”，认为 “足为文学家下一针砭而增其价值”。① 因此，他倾注

了很大的热情和希望，不但在 《饮冰室诗话》中选录了时人写的 《幼稚园上学歌》、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演孔歌》等配乐 “新歌行”，还亲作 《黄帝》四章、 《终业

式》四章，在 “亚雅音乐会”上首唱。尤为难得的是，“梁启超在 《诗话》中运用西

方简谱为诗歌谱曲，把诗歌的音乐性从文字的深层层面转移到音符化的表层层面，

这是对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滥觞的一个贡献。”② 用简谱来为诗歌谱曲，无疑打破了
传统曲调与格律的束缚，为汉语诗歌引入了一种新的音乐范式。

其次是沿着 “俗曲新唱”和 “学堂乐歌”两大历史走向发展入乐的 “新歌行”，

使之广为传唱，成为近代歌诗的代表。有论者指出：“晚清揭开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以

后，音乐文学中的诗词作品主要是沿着两条线在发展。一条是在城镇市民音乐生活
中起作用的小曲和戏曲、曲艺唱词；另一条是伴随着 ‘新学’而兴起的 ‘学堂乐歌’

歌词。”③ 此言道出了清末入乐的 “新歌行”创作的两大基本类别及历史走向，即
“旧瓶装新酒”的 “俗曲新唱”和中西合璧的 “学堂乐歌”。

在 《新小说》筹办之际，黄遵宪提出创制 “杂歌谣”，得到梁启超欣然赞同。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 《新小说》杂志上开辟 “杂歌谣”专栏，发表 “俗曲新唱”的通
俗诗作。据统计，在 《新小说》前１６期中，共有 “杂歌谣”１２辑 （第１—１１号和

第１６号），刊登 “杂歌谣”一百余首，其中，多数为改良后的 “新乐府”和 “新粤

讴”。“新乐府”首次出现于第２号，而 “新粤讴”在第７号首次出现。此后，“新粤

讴”所占分量迅速加大，乃至第１０、１１、１６号的 “杂歌谣”栏目全部是此类作品。

从中可见梁启超提倡、推广 “俗曲新唱”，经历了一个从 “新乐府”转向 “新粤讴”

的过程。之所以有如此转向，固然与梁氏听从黄遵宪提出的建议 “然吾以为不必仿

白香山之 《新乐府》、尤西堂之 《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④ 有关，

但主要还是因为 “新粤讴”具有 “新乐府”所不及的优势。“新粤讴”采用地方口语，

篇幅或长或短，没有定格，音调婉转、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就使得
“新粤讴”能更好地满足启蒙民众的需要。以第１０号所载珠海梦余生 （廖恩焘）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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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四十五 （上），第６２页。
曹万生、尹海燕：《论晚清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之滥觞》，《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黄翔鹏：《清末的 “诗界革命”和 “学堂乐歌”》，《传统是一条河流》（音乐论集），北
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９页。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 （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
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８辑，第３８４页。



“粤讴新解心”中的 《倡女权》为例，此诗几乎通篇是粤语， “整篇作品大量使用
‘我’‘你’等词汇，使读者在阅读体验中很自然地就自居于 ‘你’的位置，因而避
免了生硬的 ‘启蒙’语气，使全文产生了一种与民众推心置腹，好似坐在炕头拉家
常的气氛”。“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无形中拉近了距离，而民众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
教化”。① 故此，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中对 “新粤讴”及其主要作者廖恩焘作了
高度评价：“皆绝世妙文，视子庸原作有过之无不及，实文界革命一骁将也。”②

经过 《新小说》最初的提倡、示范，其后 “俗曲新唱”盛行一时，设立此类
“歌谣”栏目的近代期刊非常之多。据笔者目前的粗略统计，清末各地出现的白话报
刊几乎都辟有 “歌谣”、“唱歌”、“新弹词”、“词曲”、“音乐房”、“谣曲”等栏目，

直到１９０６年柳亚子等南社诗人办 《复报》时，仍先后特辟 “歌谣”和 “音乐新唱歌
集”栏目。尽管这些 “歌谣”各具特色，如 《新小说》的 “新粤讴”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绣像小说》的 “时调唱歌”呈现出浓烈的民族风味，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它们都是 “旧瓶装新酒”———形式 （如曲调）是 “旧”的，内容是 “新”

的。这在 “学堂乐歌”那里也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 “学堂乐歌”的 “旧瓶”是
中国传统诗词形式和西方音乐曲调。

说到 “学堂乐歌”在清末兴起，当代学者一致推重曾志忞、沈心工之功，其实，

梁启超亦功不可没。梁启超不仅亲自创作多首 “学堂乐歌”，而且在１９０４年就非常
清醒地认识到：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
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
也。”③ 他对 “学堂乐歌”不可 “太雅”和 “太俗”的警告，以及提出 “斟酌两者
之间”以求平衡的策略，为 “学堂乐歌”创作指明了方向。这使得兼具古雅和通
俗之妙的 “学堂乐歌”创作成为可能。比如，李叔同的 《送别》等作品便既有浓
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韵味，含蓄、典雅，又通俗易懂，其音乐的回响性和音响效果
也是显明的。④

入乐的 “新歌行”因音乐性强、语言浅白、易于背诵而流传广泛。在现代歌诗
诞生之前，它们已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率先突破了旧体诗的规范，以与现代歌诗极
为相近的体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以效率较高的传播方式 （报刊和学堂教育）为
现代歌诗在接受者心中形成广泛的 “期待视野”。而梁启超等提出的用简谱为 “新歌
行”谱曲的做法，在五四文学革命后也被广泛汲取，用来为新诗谱曲配乐，如赵元
任的 《新诗歌集》（１９２８）。因此，入乐的 “新歌行”在中国歌诗由传统向现代的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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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从 “杂歌谣”到 “俗曲新唱”———近代中国歌词改良的启蒙意义》，《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四十五 （上），第４３页。
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四十五 （上），第９７页。
参见陈煜斓：《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变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堪称现代歌诗的先导。

“新歌行”对于现代歌诗的意义还在于，它曾被用来纠正近现代歌诗过于执著于

音乐性的偏差。在中国音乐文学史序列中，传统歌行、“新歌行”、现代歌诗以先后

相继的次序排列，传统歌行与现代歌诗处于这个结构性的两极， “新歌行”介于中

间。就音乐性强弱来看，从传统歌行到现代歌诗，音乐性呈递增趋势。而 “新歌行”

则是：一方面它的音乐性虽不如现代歌诗，但文学性可弥补现代歌诗之不足；另一

方面，当新诗的歌性或现代歌诗的诗性，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由听觉到视觉，或由

视觉到听觉的嬗变，① “新歌行”兼具文学性和音乐性的特点及其诗学取向，就显露

出独有的借鉴意义。质言之，在近代以来歌诗和诵诗分离、对立的趋势中， “新歌

行”呈现出找回歌诗与诵诗互动发展传统的努力。在中国诗歌史上，音义之争原本

并非一蹴而就，因此无论 “新歌行”的这种努力是否有效，都不能否认其意义。毕

竟，同时富有诗性和音乐性是诗歌艺术应当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在当代诗歌与

歌诗普遍分离的背景下，“新歌行”不只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它还应该别有意义。

四、新旧之间：近现代诗歌史中的 “失踪者”

审视和衡量 “新歌行”的文学史位置可见，正是通过与旧体诗、新诗和近现代

歌诗的历史联系，它填补了新派诗与白话新诗之间缺少的中间地带，构成中国近代

诗歌转型的重要环节。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旧体诗词被作为腐朽、僵化的

艺术形式受到批判和否定，它在诗坛的主流地位随之失落”。② 旧体诗词的遭遇尚且

如此不济，被视为近体诗余韵的 “新歌行”，又因其歌辞性特征，被视为歌谣类的俗

文学，或被划入近代音乐学的学科。在此背景下，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
“新歌行”基本上保持沉默，极少论说，间或论及，也只是将之视为新派诗的余韵一

笔带过，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形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张永芳的 《晚清诗

界革命论》 （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七章为 《诗界革命发展的高潮——— “新粤

讴”与 “新体诗”》，介绍 “新粤讴”“新体诗”等 “新歌行”甚详。但在其他多数

诗歌史著述中，“新歌行”依然销声匿迹。面对 “新歌行”及其创作现象在中国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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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须作如下说明：其一，虽然 “作诗如作文”严重损伤了诗歌的音乐性，但仍不能否认
新诗有一定的歌性。不过，即便如此，也应看到，从闻一多新诗 “三美”主张中 “绘画
美”、“建筑美”对视觉艺术的偏重，到 “现代”派诗人的象征主义，再到艾青的 “给诗歌
以颜色”，新诗经历了从 “诵读”到 “视读”的嬗变，现代新诗实际上成了没有 “歌性”
的 “诗歌”。之所以如此，其中既有中国诗画传统在现代传承的影响，也有现代影像技术
对新诗造成的冲击。其二，在学科分类和专业细化趋势下，现代歌诗脱离文学、被编入音
乐学，因此其依赖听觉的音乐性得到强调，而依赖视觉的诗性则被削弱。
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代诗歌史中的 “失踪”，我们与其归咎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比较缺乏，不如检讨新旧二

元对立思维导致的文学观和文化观，以及对新旧之间过渡地带的忽视。

从１９世纪后期开始，新旧之争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新旧二元对立思

维弥漫于知识界。就文学而言，“五四”前后的新旧文学之争，据胡适等新文学史家

描述，其场面热闹、论争激烈，颇有轰轰烈烈之势。形势如此，观点更是明确，即

白话为 “活文学”、文言为 “死文学”。新旧区分和势不两立的态度，十分鲜明。实

际上，新旧文学的区分标准以及不同时期的新旧文学派别分野却随时而变。五四文

学革命前后，新旧作家的分野与其文学观念并不完全成比例：一些公认的旧文学作

家颇具新文学意识，如学衡派的吴宓等人；而新文学作家阵营中，“新诗人，除了会

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① “五四”以后，将近

三分之一的新文学作家有成绩不菲的旧体诗创作，即便新文学作家的新文学作品，

也或多或少可见旧文学的影子。可以说，当时为一般人视为势不两立的新旧文学，

无论在文学观念史还是在文学史意义上，都不像胡适等人描述的那么截然两分、竞

争激烈。在新旧文学之间，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旧文学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二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提示了在新旧两极

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实是相当宽广的。这个过渡地带不仅存在一个 “不新不旧”的中

间层，而且在新旧文学阵营内部，也存在进一步的新旧之分。以 “新歌行”为例：

相对于新诗而言，“新歌行”属于旧体诗，但在旧体诗系统里，它是比传统歌行乃至

新学诗和新派诗都要新的 “新体诗”。由此看来，新文学史家之所以忽视 “新歌行”

诗，倒未必是有意为之，而是 “新歌行”与传统歌行、新学诗、新派诗有着某些貌

似相同的体格，它们的作者及其追随者大致相近，故容易被整体视为旧体诗而掩盖

其个性。研究者多习见史料中明显的新旧之分，而具体历史语境中 “不新不旧”的

中间层以及新旧阵营中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却多半被忽略甚至遗忘了。

无可否认，“新歌行”成为近现代诗歌史上的 “失踪者”，也与其自身的缺陷有

关。首先是艺术上的不大成熟。比如，在转韵上存在着粗糙不和谐的缺点；用典太

多，有些还是 “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的西方典故；标语口号式的东西不少；激情

有余而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不足，往往显出艺术情感粗糙、艺术形态粗砺和艺术构

思粗率。② 强烈的反清情绪和倡言革命的思想主张，决定了 “新歌行”诗学观念的

功利性。虽然功利性诗学观影响下的 “新歌行”创作对革命形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但是由于艺术上的不成熟和急功近利的诗学心态，许多 “新歌行”诗歌难免

落入俗套，随着时代变迁，其价值逐渐消失，只剩下苍白、空洞的叫喊。在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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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适：《谈新诗》，《胡适全集》第１卷，第１６５页。
胡先骕评论黄遵宪 《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大气磅礴则有之，然过欠剪裁。” （转
引自钱仲联：《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３０５页）



虽有黄遵宪提出 “杂歌谣”设想和梁启超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但既未提出进一步
的理论，也没有及时总结创作经验。南社诗人出于政治功利性目的，看重的只是
“新歌行”浅显、易于流传的特征，基本上不曾探讨 “新歌行”理论。对于 “新歌
行”的这些缺陷，我们应持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它继承了旧体诗而对旧体诗又
有很大突破，启发了新诗而又不如新诗对旧体诗的革命彻底。它或许给人以不伦不
类、半文半白、时雅时俗之感，但正因此，才能真实体现旧诗向新诗过渡的实质。

“五四”以后，新文学迅速取得主导地位，“新歌行”随同旧体诗退守 “边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诗歌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但 “新歌
行”对新诗的正面启示作用值得重视，其负面的警示意义也应引起学界注意。像新
学诗、新派诗一样，“新歌行”也因其迷恋于旧体诗的形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最终止步于近代诗歌改良，未能跨进 “革命”的门槛。以南社诗人中 “新歌行”写
作最丰硕的高旭为例。他在 《光复歌》的第三首 《悲莫悲》诗后注道：“此种笔墨，

原为当时鼓吹革命而作，故力求浅显，冀动多数国民之心，固不必征文引典，亦自
可传。”① 此注释显示了高旭对 “新歌行”的歌辞性和鼓吹革命功用的追求，而 “不
必征文引典，亦自可传”之句则表明，他采用 “新歌行”写诗，“原为当时鼓吹革命
而作”的权宜之计。高旭并不看重 “新歌行”本身，他对 “诗界革命”引 “新意境、

新理想、新感情”入诗尚且持反对态度，认为其 “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
有味也”，② 何况 “新歌行”几乎通篇 “俗语”，与国粹相距更远。这种在实践与情
感上对待 “新歌行”的矛盾，是南社诗人 “新歌行”写作最终没有摆脱旧体诗窠臼、

未能走向现代新诗的重要原因。胡适在对南社诗歌的批判中吸取教训，从语言形式
到内在精神都进行了大胆 “革命”，遂有新诗的诞生。就此而言，“新歌行”诗写作
的经验教训，也是新诗迅速崛起的历史前提之一。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编审：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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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黄 （高旭）：《悲莫悲》，《中国白话报》第１９期，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０日。
高旭：《愿无尽庐诗话》，《南社丛刻》第１集，１９１０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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